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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办厂：空间的演替与乡村工业变迁

张晓辉

摘要：自“温州模式”提出以来，温州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重要区域，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

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对温州乡村工业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及内在运作机

制的探讨。本文以温州市湖里村 2009年兴起的回村办厂潮为切入点，聚焦该村从“以家为坊”向“半

家半厂”转变所呈现的乡村生产与生活空间的演替过程。本文结合空间理论视角，重点考察“半家半

厂”作为一种乡村工业变迁的过渡模式的兴起背景、运作特征及其社会影响，揭示其背后的地方实践

逻辑与独特的乡村工业发展路径。研究发现：首先，在回村办厂潮中，村民通过对既有住宅资源的空

间再配置，构建起兼具生活与生产功能的复合型空间结构，在保留家庭生产灵活性的同时引入外部劳

动力与基本机械设备，部分突破了传统家庭手工业小规模和低效率的结构性限制；其次，作为一种自

发性的空间应对策略，“半家半厂”是村民在面对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如互联网经济兴起、金融危机）

与内部资源约束（如人口外迁、资本分散）条件下的适应性实践，体现了乡村经济主体的实践智慧与

空间资源调配能力；最后，“半家半厂”模式不仅在空间形态上引发深度重组，更在生产组织形式、

劳动力雇佣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层面催生深层次的变革。“半家半厂”过渡模式，借由人口的回流

和农村组织创新的推动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乡村多元主体

治理转型与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力量。本文不仅为资源有限地区探索低成本的乡村工业发展路径提供

有益经验，也为理解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化的韧性与复杂性补充新的分析视角与经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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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村工业，是考察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枢纽性问题。20世纪初期，“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

的争论甚嚣尘上（钟祥财，2004）。费孝通以“乡土重建”和“乡镇企业”前后相接的这两个阶段作

为载体，探讨实现社会重建和经济转型的可能性，并提出以家庭手工业作坊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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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进程的一种重要类型（费孝通，1986a）。进入 21世纪，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

家庭手工业作坊在传统市场中所获得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又面临产量不足、生产效率低等结构性缺

陷。在这一背景下，温州乡村家庭手工业开始发生变革，这一转变过程及其深远影响亟待深入考察。

本文选取温州市湖里村作为田野点。该村在四十余年的乡村工业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以家为坊”

向“半家半厂”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以空间利用策略来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初期，

村民在不改变传统家宅空间的前提下，在家宅的客厅或前后院子进行手工劳动，以家庭成员作为主要

劳动力，从事小商品经济的个体经营。学术界通常将这种模式命名为“家庭手工业作坊”，本文称为

“以家为坊”。1986年费孝通第一次考察温州，对家庭手工业作坊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在

21世纪初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内部资源约束的影响下，该村的家庭手工业发展陷入困境，乡村经济开

始显现衰退迹象。2009年后，该村迎来了回村办厂潮，部分村民通过策略性地改造家宅的空间，形成

了兼具生活和生产功能的复合型空间结构，本文将这种模式称为“半家半厂”。“半家半厂”模式不

仅在空间布局上独具特色，而且在生产经营上也呈现不同的特征。

在乡村工业化进程中，一方面，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起初

与现代工业并存，但逐渐被后者取代。这种从传统农业主导转向现代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并非一

蹴而就，通常伴随一个较为漫长的过渡阶段。本文将湖里村四十余年的乡村工业发展历程中先后出现

的“以家为坊”和“半家半厂”这两种模式视为过渡模式。这种过渡模式是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

种中间形态，其核心特征是传统农业、手工业与现代工业并存。正如高德步（2003）指出，不同地区

由于初始条件与工业化起点的差异，往往会形成多种类型的过渡模式。因此，有必要从地方具体实践

出发，探讨这些过渡模式背后所蕴含的地方逻辑与运作机制。湖里村在四十余年的乡村工业发展中先

后出现“以家为坊”和“半家半厂”过渡模式，尤其是回村办厂潮中出现的“半家半厂”这一独特模

式，引发了笔者的思考。这一过渡模式具有怎样的运作特征？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哪些深层影响？

基于“半家半厂”过渡模式独特的空间利用策略，本文结合空间理论视角，分析这一过渡模式在

乡村工业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发展路径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深远影响。本文强调空间演替在乡村社会中的

重要作用，揭示乡村工业与乡村社会的内在关联。这一过渡模式不仅代表温州乡村工业变迁的创新路

径和独特经验，也为理解乡村工业变迁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复杂互动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材料。

二、文献回顾：乡村工业研究的主导范式

乡村工业研究曾作为研究热点，在 20世纪 90年代到 21世纪初被学术界广泛关注，这是当时乡

镇企业蓬勃发展的直接结果（李先军和杨梅，2021）。相关研究大体形成了三种主导研究方向，即区

域发展路径研究、结构与制度分析以及社会网络与地方实践。首先，区域发展路径研究方向的文献主

要关注不同区域乡村工业的多样化发展模式（费孝通，1995）。例如，白素霞和蒋同明（2017）将苏

南模式、珠三角模式与温州模式概括为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三种典型路径，分别体现政府主导、外资

推动与民间自发的发展逻辑，并指出区域间的发展模式在趋同中亦具有结构性差异。其次，结构与制

度分析方向的文献强调国家政策、市场转型与地方治理结构在乡村工业发展中的相互作用。以龚丽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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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21）为代表的研究指出，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协调、资源配置与政策执行，深度参

与并推进了乡村工业化。最后，社会网络与地方实践方向的研究则更加关注乡村工业的微观运行机制，

强调社会关系、家庭策略与地方性知识在乡村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例如，付伟（2018）的研究指出，

乡村工业的生产过程深深嵌入乡土社会，地方人际关系与社会伦理为生产管理提供了关键保障。

自费孝通推动了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以来，温州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引发了诸

多研究。早期研究聚焦于温州模式的典型特征，关注家庭手工业作坊模式、小商品市场与民间金融研

究（张仁寿，1986；赵伟，2002）。随后，研究逐渐转向对产权变革、社会资本在乡村工业发展中的

作用机制的探讨，进一步揭示制度灵活性与社会网络在温州乡村工业发展中的关键意义（史晋川和朱

康对，2002）。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学者开始关注温州乡村工业发展的多样化路径。例如，

张文军（2023）以温州涧村为例，考察该村从家庭企业化向现代企业化转型的过程。涧村早期依托“以

自家住宅作为生产场地”的家庭手工业作坊模式发展，但在地方政府支持、产业集群效应显现以及基

于社会关系形成的分销渠道的共同作用下，自 2000年前后开始规划工业用地，建设工业园区，逐步

形成以“童装工业小区”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分散型家庭作坊向集约化工厂制的转型。尽管

现有研究在解释温州乡村工业发展的具体实践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在理论视角、研究层次等方面

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主流研究多采用制度经济学或社会资本视角，突出制度灵活性与社会网络

的重要作用，较少关注生产空间与家庭空间布局对乡村工业发展的影响，未能动态呈现村民的空间策

略与能动实践。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聚焦成功转型的典型案例，较少关注处于过渡状态的发展路径

及其内在张力。因而有必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围绕不同的乡村工业发展路径进一步开展创新性研究。

近年来，乡村经济研究逐渐受到空间理论的影响，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如何影响乡村经济发展。传

统研究范式多从制度性、结构性角度探究乡村经济发展机制，而空间理论则强调空间实践在乡村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以空间理论视角来看，空间不仅是乡村经济发展的物理场所，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

能够影响资源流动、劳动力组织方式以及地方经济形态。例如，李江敏等（2024）研究乡村非遗旅游

如何通过空间景观的打造吸引游客，认为乡村非遗旅游在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强化了地方

文化认同感；张荣（2022）则研究“新农人”如何通过短视频呈现并建构数字乡村的空间生产。尽管

这些研究揭示了空间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现有研究多关注依赖乡村自然

资源和地方文化的乡村农业或服务业（如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市场导向的

乡村工业关注较少，而且缺乏对微观空间实践（如家庭空间的重构）的深入分析。

鉴于此，本文基于温州市湖里村的案例，通过考察家庭空间重构、人口流动和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揭示回村办厂潮中村民如何通过主动的空间改造策略来应对经济环境变化与内生性约束，进而深入探

究乡村工业变迁对乡村社会的深远影响。本文不仅拓展了对乡村工业与微观空间实践的关注，也为温

州乡村工业发展的多样化路径研究补充新的案例。

三、理论视角：空间理论与乡村工业变迁

空间理论的发端可追溯到 20世纪中期，当时学者开始思考空间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并逐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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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的背景，还深刻嵌入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与生产实践。20世纪 70年代，一

批社会学者逐渐关注到空间理论所具有的持续生命力，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戴维·哈

维（DavidHarvey）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的推动下，空间概念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核

心概念之一（郑震，2010）。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空间逐渐被视为一种关系性概念，它不仅与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还通过这些互动关系不断地适应和调整。

社会学的空间理论将空间视为物理存在的场所，还将其视为社会关系、权力和文化实践的表征，

强调空间作为一种关系性概念集合体的特征。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一书中率先系统阐述了空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地方，社会实践、经济关系和文化活动在空间中辩证

地被生产和再生产。他提出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

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为理解空间的物质性和社会符号性提供了重要框架（列斐伏尔，202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异托邦》（OfOther Spaces）等作品中探讨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

关系，通过重构空间、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启了将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相结合的理论新范

式，而这一范式的核心就是他提出的“异质空间”（heterogeneous space）概念。“我们所生活的空间，

将我们从自身中抽离出来，在那里侵蚀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历史，那个撕扯和啃噬我

们的空间，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空间”（Foucault andMiskowiec，1986）。戴维·哈维在《社会正义与

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City）等作品中，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认为空间绝非绝

对的“自在之物”，而是同时依赖于环境的事实，即社会关系（哈维，2022）。皮埃尔·布迪厄在其

著作《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Taste）中，结合卡

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传统，进一步建立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空间理论（Bourdieu，1984）。

在研究中国乡村工业时，引入空间理论视角具有一定优势（Lobao，1996）。空间理论强调空间

的生产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机制（营立成，2017）。乡村工业变迁伴随社会空间的重新调整，意味

着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可以结合空间理论分析乡村工

业如何通过空间的配置和重组影响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等。以高慧智（2021）的研究

为例：1990年后，义乌市部分村庄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统一规划建设“四层半”安置房，村民将安置房

出租给家电、日用品等企业进行生产加工，从而促进了乡村工业发展；但 2000年后，地方政府试图

依据新的宅基地政策对“四层半”安置房进行空间改造时却遭遇村民集体抵制。高慧智（2021）指出，

空间不仅承载社会关系，更能生产社会关系。在这一空间改造的博弈过程中，村民的集体行动不仅维

护了自身权益，也强化了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感。由此可见，空间理论不仅为理解乡村的空间实践提

供了有力分析视角，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乡村工业变迁对乡村社会结构与关系的深远影响，从而丰

富乡村工业研究的理论基础。

四、“以家为坊”：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发展困境

（一）家庭手工业作坊：耕地约束与政策支持

本文的调研点——湖里村，位于温州市金乡镇，是一个典型的滨海小镇。该镇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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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亩，土地资源极其有限，农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导致超过一半的乡村劳动力成为剩余劳动

力。该镇的农业经济困境并非个例，而是温州地区历史上的一个缩影（罗涵先，1986）。正是在农业

经济发展受限的背景下，温州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手工业为核心的“八仙过海”式的生计方式。温州地

区有着悠久的手工业传统，诸如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等手工艺在历史上颇为盛行。此外，许多温

州人通过从事裁缝、理发、厨师等行业，或者依靠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小生意，游走各地以谋生计

（费孝通，1986d）。农业之“困”与手工业之“兴”，共同构成了温州乡村工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后，金乡镇等温州地区村镇逐步摆脱农业束缚，通过发展乡村工业为村民提供新的生计。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

有利于扩大农副产品销售，有利于解决产地积压、销地缺货的矛盾，也应当允许。”
①
该文件正式承

认了商品长途贩运的合法性。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

“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

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

业。国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②
这两个政策文件的出台，为温州乡村工业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实际上，早在 1980年，金乡镇信用社就自发地进行利率浮动，鼓励乡村地区的闲散资金流入生

产领域，从而为个体经营者提供融资支持，推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温州市委不仅未予禁止，而是在

全市范围内进行试点推广。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散在各地的温州流动人口成为一支公开的“流通大军”，

在全国范围内开辟小商品的大市场。为保障商品供应，部分温州流动人口自发回乡或鼓励家庭成员开

办家庭手工业作坊，从事小商品生产。这种家庭手工业作坊属个体所有，其经济类型属私有制，以家

庭成员作为主要劳动力，雇工规模通常在 3人以下（《温州民营经济发展 30年》编写组，2008）。

金乡镇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据统计，早在 1984年，该镇就已成为温州市十大规

模较大的区域性专业商品产销基地之一，以生产徽章、标牌和红膜而闻名，年产销额约 0.35亿元，从

业人员约 0.37万人。到 1986年底，该镇人口总户数的 70%经营家庭手工业作坊，其中近 60%的家庭

手工业作坊的雇工规模在 3人以下，这意味着该镇大部分家庭手工业作坊以家庭成员作为主要劳动力。

该镇的四大支柱产业是复合材料、包装印刷、塑料薄膜和商标标识，同时，该镇还是全国笔记本、台

挂历和文具盒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温州民营经济发展 30年》编写组，2008）。

（二）外部环境变化：互联网经济与金融危机

中国互联网发展始于 1994年，电子商务发展萌芽于 1997年，并在 1999年随着阿里巴巴的成立

进入了快速发展期。2003年，随着淘宝和支付宝的推出，中国互联网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中国

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之一（荆文君等，2020）。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崛起，对温州乡村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2：《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第 17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2：《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第 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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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格局和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家庭手工业作坊的产销模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

互联网经济要求企业具有在线销售能力，而金乡镇传统销售渠道的局限性严重限制了该镇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金乡镇家庭手工业作坊的传统销售渠道是“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种产品”（费

孝通，1986b）。“两条腿”是指在改革开放初期，当地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的小商品全靠供销员在全

国各地进行销售。20世纪 80年代，该镇有数千名供销员在全国各地跑生意。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遍

及全国的社会关系网络，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商品流通网络。后来，这种方式被更

快捷的“业务信”所取代，家庭手工业作坊通过邮寄信件来推销商品，即所谓的“三分邮票”。据统

计，1984年该镇以发业务信方式联系购销的家庭手工业作坊有 800多户，全镇共发出业务信 1134万

封，这使当地邮局的收入猛增（费孝通，1990）。后期还出现打电话、发传真等方式来辅助商品销售，

形成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发展格局（费孝通，1986c）。然而，这种依赖人际网络和传统信

息媒介的销售体系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日益暴露出交易成本高、市场响应慢等结构性缺陷。

在生产模式方面，该镇家庭手工业作坊凭借小规模生产、相对低端的小商品和低廉的价格在传统

市场中赢得竞争优势。然而，由于生产规模有限，这些作坊难以与通过互联网直接销售并具备大规模、

高效率和低成本特征的生产企业开展竞争，也无法满足互联网经济下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在面对具

备供应链优化能力的大型企业时处于明显劣势。这导致部分温州乡村地区的家庭手工业经济出现了衰

退征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温州乡村工业的发展困境。危机导致外需大幅萎缩、资

金链紧张，使本已受互联网经济冲击的家庭手工业经济雪上加霜。2009年 9月 19日，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中央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大财税、信贷等扶持力度，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
①
。该文件明确提

出要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加大财税扶持力度，以推动乡镇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稳定发展。

尽管政策层面给予了积极响应和支持，但仍难以从根本上化解温州地区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模式

面对互联网经济和金融危机时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在此背景下，湖里村因地制宜探索出“半家半厂”

过渡模式，通过对家庭空间的重构，将居住功能与生产功能有机整合，实现了在资源受限条件下有限

规模的适应性升级。这一模式不仅延续了家庭手工业作坊的灵活性，还引入外部劳动力与基本机械设

备，体现出乡村经济主体在面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时的实践智慧与创新韧性。这也为理解中国乡村工

业如何在多重压力中寻找转型路径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实践案例。

（三）内生性约束：人口外迁与资本分散

湖里村是一个以陈姓为主的传统大姓村，作为宗族型村庄，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约束

性。陈姓人口约占全村总人口的 70%，这一显著的宗族特征不仅体现在村庄日常生活中，而且深刻塑

造村庄的社会政治生态。1958－2024年，该村八任村支书中仅有一任是非陈姓人士。陈氏宗祠作为重

①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9/

content_1425340.htm。



张晓辉：回村办厂：空间的演替与乡村工业变迁

- 178 -

要的文化空间，持续强化着传统宗族的影响力。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既为村庄发展提

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经济要素的引入。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耕地匮乏、农业收益低下的现实困境，该村村民依托“以家为坊”的家庭手

工业模式发展乡村经济，利用传统家宅作为生产空间，充分吸纳无法在农业中发挥作用的剩余家庭劳

动力，从事徽章、文具、标牌等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这一模式不仅契合了金

乡镇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也为村民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拓展生计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时期，“以家

为坊”模式的空间利用策略是在不改变传统家宅空间布局的前提下，在客厅、厨房、前后院等生活空

间就地生产，既无需租赁或新建厂房，也避免了雇用外部工人的成本，并充分发挥家庭成员的劳动力

优势。这一模式不仅帮助村民摆脱了农业发展困境，推动了村庄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还为该村后续出

现的回村办厂潮奠定了早期财富积累和经济基础。

经济条件的改善却反向加速了人口外流。自 20世纪 90年代起，该村许多村民开始陆续向外迁移，

人口流动呈现由近及远向城镇延伸的特征。据村民访谈称，1990－2010年，全村 400余户中有 300多

户陆续外迁。家庭手工业作坊低成本、高灵活性的经营方式对土地和村庄的依赖性较低，使得村民能

够较为轻松地迁移到其他地区。但是，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导致该村逐渐沦为“空心村”，村庄面临严

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导致村庄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劳动力的持续流失削弱了家庭手工业作坊

的生产能力和延续性；另一方面，虽然村民早期通过经营家庭手工业作坊积累了一定财富，但资本随

人口迁移而外流，削弱了村庄实现集约化生产与产业升级的能力。因此，该村在当时面临严峻的社会

经济挑战，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来应对这些危机。

面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如互联网经济、金融危机）与内生性约束（如人口外迁、资本分散）造

成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发展困境，湖里村走上了差异化的乡村工业发展道路。当部分周边村庄在政府主

导下通过技术升级、集中规划和组织创新建成现代化工业园区时，村民自发探索出“半家半厂”过渡

模式，通过空间改造策略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产能。这种适应性策略虽体现了对家庭生产结构的路径

依赖，但反映了乡村经济主体的创造性调适，也为理解中国乡村工业的多元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案例。

五、“半家半厂”：回村办厂潮中的乡村工业变迁

正是在家庭手工业作坊发展面临困境的背景下，为寻求新的发展，2009年湖里村建起了一家生产

包装材料的小微企业。当地村民将创办此类小微企业称为“办厂”，虽然这些企业规模较小、机器设

施较少，但通过低成本的空间改造策略与灵活的用工机制激发了村庄的经济活力，也引发了村民的效

仿。此后，该村陆续发展出十余家小微企业，涉及标牌、徽章、包装材料、装饰品等行业，由此掀起

了回村办厂潮。

（一）空间策略：回村办厂与空间改造

在回村办厂潮中，回村改造家宅成为许多村民的首选策略。将家宅改造为“半家半厂”的新结构，

大大降低了初期投资成本。相比于租赁或新建厂房，利用现有的家宅进行空间改造，既节省了土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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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又避免了高昂的建设费用，使得村民能够以较低的资金投入启动生产活动。同时，改造家宅将居

住空间与生产空间进行物理分割，形成“一层厂房一层家”的分层结构，使家宅的物理空间得以最大

化利用。这种空间改造不仅提供了一个生活与生产兼顾的场所，还可以更灵活地进行生产安排、劳动

力配置和监督管理。尽管经营方式仍以家庭成员作为主要劳动力，但这种“半家半厂”的过渡模式可

以临时或长期雇用工人，因此吸纳了一些来自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外来务工人员。

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的多样化。首先，通过创办企业扩大产量，

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对大批量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在面对电子商务平台的订单时，能够提供足量的产

品，避免因为产量不足而错失商机。其次，相比于“以家为坊”的小规模生产，“半家半厂”可以通

过引入机械设备，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抵御价格竞争压力。最后，通过一定程度的技术升级和工

艺改进，不仅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拓展新的市场，还可以提升商品附加值，增加利润空间。

在 2009年后的回村办厂潮中，彭氏三兄弟及其创办的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彭氏公司”）

成为“半家半厂”模式的典型案例，并在访谈中被多位受访村民提及。这不仅源于彭氏家宅的地理位

置以及其家宅在村庄社会网络中的重要性，更在于彭氏兄弟的职业发展路径所具有的代表性。彭氏家

宅位于通往村中杨府庙的道路旁，这一位置使其在村庄空间结构中具有较高的可见性。此外，彭氏兄

弟的父母长期经营小卖部。彭家小卖部不仅是村民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所，更作为村民社交网络的交汇

点，承载着湖里村一代人的记忆，使得彭家在村庄社会网络中占据较为突出的地位。

20世纪末，彭家修建了四间并排的二层矮房，其中最左侧由父母居住并经营小卖部，其余三间分

别由三兄弟居住。家宅的空间布局符合该村传统住宅特征——白墙黑瓦，一层设有厨房、客厅、前后

院，二层为卧室与阳台。随着回村办厂潮的兴起，彭氏兄弟成为最早一批回村办厂的村民之一。2011

年，他们注册了彭氏公司，主营金属标牌、徽章、标签等定制工艺品。在空间策略的实践上，彭氏兄

弟对四间家宅进行了空间重构，通过打通墙体并拆除一层的厨房和客厅，将其改造为一个生产作业的

空间，并添置了多台机器设备和多个操作平台，实现了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初步剥离。同时，他们

在院子中建起围栏和厂门，并竖立起彭氏公司的标志性牌匾，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的生产属性。家宅的

二层则保留了居住功能，并在布局上进行了调整，使得二层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且较为完整的生活空间。

这种“半家半厂”的分层空间布局，既保留了家庭生活的传统属性，又嵌入了初步的工业生产逻辑，

体现出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双重嵌合与灵活调适。

笔者从村民访谈中了解到，彭氏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经济收益不错。这一成功案例在村庄内部产

生了示范效应，激发了其他村民的效仿。部分村民开始主动对家宅进行改造，使其具备“半家半厂”

的分层空间结构，甚至将改造后的家宅出租给有办厂意愿的本地村民或外来者。这不仅进一步推动了

回村办厂潮的发展，也成为乡村工业空间再生产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二）用工机制：职业分工与劳动力配置

“半家半厂”模式，不仅在空间布局上与“以家为坊”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更在生产方式与劳动

形式上引入一些现代工业的基本要素。该模式不仅引入机械化生产设备，而且建立起初步的职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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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彭氏公司为例，企业内部已形成较为规范的岗位划分，包括电脑接单员、印刷工、技术工、

包装工等多个工种，并根据工作性质区分为长期工与临时工。长期工按月领取固定工资，临时工则以

计件方式结算薪酬。目前，该企业已雇用 10余名外部员工，覆盖从生产到包装等多个环节。然而，

家庭成员仍在企业运作中占据核心地位，负责包括业务接单、财务管理等在内的关键性事务。村民在

访谈中透露，在生产高峰期，家庭成员也会临时加入生产线，“忙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也一起干”。

在员工招募过程中，传统的宗族与地缘关系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力，亲属或同村村民通常具有优先

权。这种基于亲缘与地缘的雇佣模式，不仅延续了乡村社会的传统人情网络，也为部分女性与老年人

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订单量大、工厂用工紧张的时段，彭氏公司会短期雇用一些家庭主

妇和老年人，让他们负责包装、分拣等非技术性工序，并按件计酬——此类工作通常被村民称为“做

手工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传统社会关系在用工结构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半家半厂”模式也

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用工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彭氏公司的用工构成中，约一半为外来务工人员，另一半

则由亲属及本村村民构成。这些外来人员在各个生产环节调配，从技术岗位到基础工序，涵盖整个生

产链条。他们的加入不仅为企业注入新的劳动力和技术资源，也通过其流动性、多样性拓展了乡村社

会的空间实践边界。这种家庭劳动力与外部劳动力相结合的“半开放”用工模式，既保留了乡村社会

内部的亲缘与地缘结构，又为乡村工业注入了灵活调配与外向链接的可能性。

费孝通（1990）曾提出，中国的乡镇企业应从“家庭企业化”走向“现代企业化”。湖里村的乡

村工业历经四十余年发展，出现了两种过渡模式，但至今仍未实现向现代企业化的转型。“半家半厂”

模式表面上似乎是乡村工业发展进程的“停滞”，但实质上反映了乡村经济主体在外部市场不确定性

与地方资源受限条件下的策略性重组。这不仅是生产空间的重新布局，更是一种嵌入式、渐进式的适

应机制。通过局部的空间改造与用工创新，该模式实现了乡村工业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产业存续与适

应性调整。因此，“半家半厂”作为一种基层自主实践，揭示了温州乡村工业发展路径的复杂性与多

样性，也为理解中国乡村在全球化与数字经济冲击下如何寻找适应性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力的分析视角。

六、从生产到社会：乡村工业与乡村社会变迁

从“以家为坊”到“半家半厂”，不仅反映了湖里村四十余年间乡村工业变迁过程中空间的演替，

也展现了温州乡村工业的独特发展路径。“以家为坊”代表了对传统生活空间的最大化利用，但在面

对现代市场时其局限性逐渐显现；“半家半厂”通过空间的重新配置，推动了生产规模和产能的扩大。

这种转变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线性转换，更是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经济实践的深刻调整。

乡村工业变迁过程中的空间演替对湖里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村庄

内部的物理空间发生了显著转变。在回村办厂潮中，家宅被改造成兼具居住功能和生产功能的“半家

半厂”，新型空间布局不仅改变了村民的生活环境，也塑造了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空

间的重新配置使得家庭空间不再仅是私密的生活场所，而是公共经济活动的场域，扩大了村民间的社

会互动范围。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入改变了该村的人口构成和社会网络。外来人口不仅为小

微企业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关系，打破了原先村庄社会结构的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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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口的空间流动使得该村从一个传统、内向型的宗族村庄，逐渐向一个多元化、开放型的地方社

会转变。但外来人口的流入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挑战，如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间的融合与冲突问题。该

村近年来掀起了“广场舞”热潮，这股热潮的带头者正是外来务工人员，并且带动了本地村民加入这

股健身潮，但也随之带来了广场舞音乐扰民以及“本地帮”和“外来帮”争夺场地等新问题。

（一）农村组织创新与经济互助

随着回村办厂潮的推动，该村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12年湖里村成立了青年联谊

会，推动了一系列农村组织创新，有效促进了乡村工业变迁中的基层治理创新。然而，这些组织创新

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了村庄原有的权力与文化结构。随着回村办厂潮的推动和青年联谊会权力

的扩展，该村的社会结构也面临着深刻的变迁。这一系列变化不仅是乡村工业发展的结果，也是乡村

社会变迁过程中复杂权力关系重组的体现。

2012年 1月 23日，“金乡镇湖里村 200多名青年借着新春佳节聚到一起，共同出谋划策，为家

乡建设添砖加瓦，正式宣告公益事业青年联谊会成立”
①
。“为了促进湖里村青年人联络交流合作，

团结互助，共同发展，提高湖里村青年的社会形象，提升湖里村在社会的影响力”，“联谊会倡导广

大青年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广泛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将更多的湖里村青年紧密联系在

一起，共同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为家乡事业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①
。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青

年人开始在村庄公共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与传统乡贤对地方公权和公共利益的控制不同，青

年联谊会团结青年力量，特别是回村办厂的青年人，逐渐成为推动村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青年联谊会成立后，积极参与村庄的社会慈善、教育促进和养老服务等公共事业。例如，青年联

谊会每年都举办“年终送温暖”活动，组织成员走访村中的高龄老人和困难家庭进行慰问。此外，每

年暑期升学季，青年联谊会设立升学奖励金，对考上重点大学和高中的优秀学子给予 1000～3000元

不等的升学奖励。青年联谊会还会在重大节日组织成员聚餐和出游，以增强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例

如，青年联谊会在 2023年春节组织了一次“庆新年”大型聚餐活动；在 2024年上半年组织了一次“福

建短途旅游团”，吸引了几十名成员参加。由此，成员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成员间的社会联系，还促进了村庄内部的经济互助。“标会”这一民间经济

互助行为也逐渐在青年联谊会成员之间出现，通常被称为“友谊会”或“互助会”。标会在温州地区

流传已久，早在 20世纪末温州就存在许多民间集资现象，以集中闲散资金辅助个体经营者启动经营

（叶瑜，2010）。通常由一名会主来聚拢会员的资金，资金供大家借用，并按约定支付一定利息（通

常高于银行利息），而会主与会员多为亲属或朋友关系。根据起始金额不同，这类互助会被称为“十

万会”“五十万会”或“百万会”等，分别对应 10万元、50万元和 100万元等资金规模。标会的设

立，旨在为个体经营者提供灵活的周转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类似村镇银行的金融功能，形

成了一种灵活的民间资金互助机制。

①
资料来源：《金乡湖里村公益事业青年联谊会成立》，https://www.cnxw.com.cn/system/2012/01/24/010943510.shtml?from=

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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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设施建设与公共空间重构

随着“半家半厂”模式的发展，湖里村的公共空间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联谊会等农村社会

组织兴起，逐渐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狄金华和钟涨宝，2014）。青年联谊会通

过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方式介入村庄治理和重构公共空间，在乡村社会中获得了日益重要的权力地位。

2018年，湖里村在青年联谊会的推动下修建了村民活动中心。这是该组织参与的一个重要公共设

施项目，标志着村庄公共空间重心的转移。相比以往主要依赖陈姓宗祠和杨府庙作为村庄活动中心，

新的村民活动中心配套了小型喷泉、花木等景观设施，而且安装了基础的健身设施，成为村民晨练、

广场舞和日常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该空间不仅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公共服务功能，也逐步取代了宗

祠等传统空间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推动了村庄社会关系的再组织。此外，该村 2024年还

新建成展现地方文化精神的湖里牌坊与长廊工程，由青年联谊会独资完成，总投资约 130万元。这些

公共设施的建设不仅改善了村庄面貌，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也强化了青年联谊会在公共空间治理

中的重要地位。

青年联谊会通过公共设施的建设，推动了对公共空间的重构，其意义不仅限于物理空间的更新，更

在于推动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的转变。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宗祠、庙宇等由地方精英掌控的公共空间承

载着宗法秩序与象征权威（张静，2001）。青年联谊会通过主导新公共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建设与使用，

使得村庄公共事务的主导权逐渐由传统乡贤向新兴社会组织转移，从而重塑了村庄公共权力的分配格局。

这一空间重构的过程也伴随社会冲突的产生与协调。例如，“本地帮”与“外来帮”围绕村民活动中心

作为晚间广场舞健身场地的使用权所引发的冲突，揭示了公共空间治理中面临的文化与利益协调问题。

这表明，公共设施并非静态的物理存在，而是乡村社会权力重构、空间再组织与社会关系变迁的物质载

体。可见，湖里村的乡村工业变迁不仅是家庭空间的重构，更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再造。

回村办厂潮的兴起、外来人口的流入以及青年联谊会的崛起，本质上反映了乡村空间的重构及其

背后的社会结构与关系的变迁。生产与生活空间的重新配置，不仅调整了村庄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也

塑造了新的社会关系与结构。外来人口的流入通过空间互动拓展了村庄的社会网络，使乡村社会更加

多元化。公共空间的重构，则体现了权力格局的转移与社会关系的重塑。湖里村的案例通过空间演替

揭示了乡村工业变迁对乡村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空间理论视角，深入探讨了温州市湖里村 40余年乡村工业变迁的历程，特别是在 2009

年回村办厂潮中出现的“半家半厂”这一过渡模式的特殊性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深刻影响。“半家半厂”

模式作为该村在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内生性约束下形成的过渡模式，具有特殊性。与传统的“以

家为坊”的家庭手工业作坊模式不同，“半家半厂”模式不仅在物理空间上进行了深刻的重组，还在

生产方式、劳动力组织和社会关系上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从空间视角来看，“半家半厂”模式创新性地运用空间改造策略，通过对传统家宅的改造，

形成生产和生活的复合空间。这种空间重构策略，既保留了家庭生产的灵活性优势，又通过引入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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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和基本的机械设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小规模生产的局限性，提升了生产效率。

其次，作为适应性创新策略，“半家半厂”模式展现了乡村工业发展历程中村民在面临外部经济

环境变化（如互联网经济兴起、金融危机）和内部资源约束（如人口迁移、资本分散）时的实践智慧。

村民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回村办厂和空间改造来降低成本。在劳动力短缺时，灵活组合家庭劳

动力与雇用外部劳动力。面对外部市场波动，“半家半厂”过渡模式可以保持乡村工业的基本活力与

市场响应能力。这种模式为资源有限地区探索低成本的乡村工业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经验。

最后，在社会结构层面，“半家半厂”模式推动了乡村治理与社会结构的双重变革。一方面，青

年联谊会的成立促进了农村组织的创新与公共事务的重新分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乡村治理生态逐

步成型；另一方面，外来劳动力的引入打破了以亲缘和地缘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网络，推动村庄由封闭

走向开放，形成更加多元的新型社会关系。

在看到“半家半厂”所激发的空间与社会重组活力的同时，需认识到其内在的局限性。“半家半

厂”模式仍具有一定的非正规性，在劳动力组织、生产安全、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隐患。但是，

其低成本启动、快速响应市场与多主体协同的特征，恰与当前数字经济、柔性制造与区域协同发展的

趋势相契合。“乡村产业用地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制度创新的推进，为其规范

化发展提供了政策通道。若能在地方治理支持下逐步实现安全生产、环境治理与用工合规的制度嵌入，

“半家半厂”模式有望向规模化、集约化的正式企业转型，升级为村办企业或小微工业园区。同时，

该模式在承接城乡要素流动、培育新型主体、推动空间再生产方面展现出持续潜力，有望在平台经济

支持下演化为具备弹性优势的家庭工厂网络，或通过空间再策略化，转型为仓储、服务、民宿等多元

用途，呈现灵活的未来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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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Up Factories inVillag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ral Industry

ZHANGXiaohui
(School ofHealthHumanities, PekingUniversity)

Summary: Since the concept of “WenzhouModel” was first introduced,Wenzhou has long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as a

key region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as the broader economic environment shifted, research has been

increasingly focusing on the diversity of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in Wenzhou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driving these changes. This paper takes as its entry point thewave of returning to set up factories in the village that emerged in 2009

in Huli, a village in Wenzhou. It centers on the evolution of r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s in the village, tr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home-basedworkshops” to a hybridmodeknown as “half-home, half-factory”.

Employing a spatial theory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mergence context,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half-home, half-factory” model as a transitional form, aiming to uncover the localized logic of practice and

distinctiv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embedded in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vement to

set up factories in the village, villagers reconfigured existing residential spaces intomultifunctional structures integrating living and

production. While retaining the flexibility of household-based production, they introduced external labor and basic mechanical

equipment, thereby partially overcoming the structural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production—namely, small scale and low

efficiency. Second, the “half-home, half-factory” model emerged as a spontaneous spatial coping strategy, representing villagers’

adaptive response to external economic uncertainties (such as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rnal resource constraints (such as population outmigration and capital dispersion). It reflects the practical ingenuity and spa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bilities of rural economic actors. Third, this model not only triggered a profound reconfiguration of spatial

arrangements, but also brought about deeper transformations in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labor employment structure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With the return of rural populations and the innovation of village-level institutions, the “half-home,

half-factory” model further facilitat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beca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multi-actor r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structure.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is transitional model, the paper provides valuable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how

resource-constrained rural regions may pursue low-cost and flexi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s. It also offers a new analytic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silience and complexity of contemporary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China.

Keywords:WenzhouModel; Rural Industry; Home-BasedWorkshops; SpatialTheory

JELClassification:R32; Z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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